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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author tries to divide the rural migration into two categories—the first gen2
eration and the second one in terms of their different age ,education level and agricultural expe2
rience . Then he discusses the influences of these variables on the differences of social identiti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rural migration from the first one and the influences of the differenc2
es on their future social positions and behaviors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The conclusion of the

essay is that the social identities of the second rural migration tend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indefinite than the ones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rural migration. So it is also more difficult to

come back to live in the rural areas for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rural migration than the first

one in future. This is a big challenge to the social stability in China.

一、问题的由来与研究假设

90 年代中期 ,有研究者对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的社会群体特征做了如下五点概括 :11 以

寻求就业、增加收入为主 ;21 以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和较强就业能力的农村知识青年为主 ;31 处

于常年流动状态 ;41 不为城市所认同 ;51 通过自组织实现流动。还有研究者认为 ,农村流动人

口在 80 年代以寻求就业为主 ,而到 90 年代则转变为以寻求增加收入为主 (杜鹰、白南生等主

编 ,1997) 。这些概括显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却忽略了其他一些特征 ,比如从城市的角度来看

农村流动人口不为城市所认同 ,但是农村流动人口又是如何认同城市的呢 ? 再比如研究提到

农村流动人口的“边缘性”,但也是从城市角度看问题 ,而农村流动人口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社

会位置呢 ? 这种边缘性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和心理体验又是如何影响的呢 ?“80 年代以寻

求就业为主转变为 90 年代以寻求增加收入为主”,仍然是从经济角度来理解农村流动人口的

行为 ,似乎过于简单了。此外 ,现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静态和同质的角度来认识农村流动人口

现象 ,而缺乏从农村流动人口与社会经济背景变迁的相互关系角度来把握农村流动人口自身

发生的变化。本文力图弥补现有研究的一些不足。首先 ,本文认为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出现代

际间的变化 ,他们不仅在流动动机上存在很大的差别 ,在许多社会特征上也很不相同 ;其次 ,本

文主要从社会认同角度来调查和分析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与城乡融合的问题。我们提出这样

一些问题 :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农村流动人口群体 ,他们既无法认同城市社会 ,又减弱了对农村

社会的认同呢 ? 他们是否因此成了既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的“没有根”的人群

(游弋者)呢 ? 他们是否成为城乡关系融合的主要载体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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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译自英文的“identity”一词。“identity”在英文中有多种含义 ,既包括客观的一些相

似或相同特性 ,如相同的身份、相同的表现等 ,又包括心理认识上的一致性及由此形成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偏重于对社会认同的心理活动层面的研究 ,而社会学更偏重于社会现象的一致特

性 (比如身份、地位、利益和归属) 、人们对此的共识及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科

尔曼 (James S. Coleman)在其《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提出了七类认同 :对直接亲属的认同、对

国家的认同、对雇主的认同、对主人的认同、对势力强大的征服者的认同、对社区的认同、法人

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的认同 (科尔曼 ,1990) 。这里所谓的社会认同的含义 ,包括对自我特性的

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

本文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 :首先他们在对自身的社会特

性 (如身份、职业和生活等)上有没有表现出一致性和相似性的看法 ,比如按现行体制的标准 ,

他们是农民身份 ,他们是否认可这种身份呢 ? 如果不认可 ,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身份呢 ?

他们是否根据现有的社会位置来判断其身份呢 ? 等等。对此 ,我们提出的一个假设是 ,新生代

农村流动人口更倾向于不认可体制给他们设定的那种农民身份 ,对自己的身份赋予了更多、更

新的解释和涵义。其次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有关的社会群体和社区环境的归属性认可情

况。他们怎么看待流入地社会 ? 是否认为自己不属于那里 ? 他们对流出地的社会又是怎样的

态度 ? 是否觉得自己与它越来越疏远 ? 我们的再一个假设是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越来越缺

乏明确的社区归属取向。第三 ,他们与社会组织和行政组织的关系。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是

否具有更强的组织参与意识 ? 他们是否隶属于一定的社会组织 ? 他们对有关的行政组织是否

表现出遵从和认可 ? 他们是否享受到行政组织给予的有关管理服务 ? 后一个问题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他们对行政组织的遵从程度。于是我们的第三个假设是 ,他们同样缺乏明确的组织

归属取向。最后是他们对自己未来归属的认可问题。虽然影响他们未来归属的因素很多 ,但

是他们目前在社会结构中的缺乏明确定位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未来职业、居住、婚姻

等方面的选择 ,这使其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未来归属特征 ,这是本文的第四个假设。简而言之 ,

我们要集中考察他们的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组织认同、管理认同和未来

认同等七方面情况。

流动人口的群体特性并不是凝固不变的 ,而是在不断地建构、解构和重构之中 ,在这里社

会时空和社会记忆成为两个很重要的因素。“时空结构是社会的基本结构 ,或基础性结构 ,它

参与形成和建构了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结构 (物质的和文化的 ,如马克思和布迪厄等人所研究

过的) ,以及形形色色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 (如社会学家通常所研究的)”(景天魁 ,1999) 。当

然 ,社会时空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建构因素 ,也是一个解构因素 ,而社会记忆使社会时空这一机

制得以具化 ,成为人们生活和行动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正是从这样的理论视角出发 ,来把握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是如何通过社会时空和社会记忆得以建构、解构、重构和变化

的 ,由此构建了如下的研究模型 :

社会时空 社会记忆 (包括务农、教育、农村生活、体验等)

社会认同

在不同的社会时空中人们会有不同的生命历程和生活行动特点 ,这会给他们留下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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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记忆。所谓社会记忆 ,不是指过去的东西 ,而是过去在现在的“现存”东西 ,是“活”的东西。

“如果时间并非一系列‘现在’的继替 ,而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现’(presencing) ,那么记忆就

是存现的某种特征”(吉登斯 ,1998 :114) 。人们总是凭借这样的记忆 (或经验) 来确定自己的行

为 ,建构自己对周围的认识 ,当然这样的记忆并不属于个人 ,而是属于社会。没有社会记忆 ,人

们在互动上就找不到一致性 ,就缺乏行动的规则 ;也正是因为不同的记忆 ,造成了不同群体 (特

别是两个有着夙仇的种族群体)之间存在的交流和沟通困难 ,因为这样的记忆影响着他们彼此

的认同。社会记忆与社会时空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 ,社会记忆有可能重建社会时空 ,比如就有

吉登斯所谓的“经验的时间性”提法 ;同样社会记忆会打下深刻的社会时空烙印 ,不同时代和生

活在不同的社会空间 (比如城乡空间或所有制空间等等) 的人们 ,会存在着不同的社会记忆。

我们正是借助于社会记忆的时空性和社会时空的经验性 (或者记忆性) ,来把握新生代农村流

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特点及其对他们今后的行为选择和取向的影响。

于是本文就有这样一个基本研究命题 :正是当前我国独特的城乡社会空间与新生代农村

流动人口的群体社会记忆之间的互动铸就了他们的社会认同。在这里 ,“独特的城乡社会空

间”是指 ,尽管城乡之间已经走出过去那种绝对隔绝的状态 ,但是城乡仍然是社会身份的一个

重要甄别标志。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记忆主要从这样几方面来衡量 :受教育、务农经

历、家庭背景以及外出经历等。上述的四个假设都是从这个基本命题中推导出来的。

　　表 1 被调查者职业身份

频数 百分比 ( %)

私营企业雇工 221 55180

乡镇企业工人 59 14189

国企临时工 11 2177

个体户 9 2127

私营企业老板 6 1151

合资企业工人 48 12112

外国独资企业工人 2 0150

承包他人耕地者 1 0125

未回答 39 9184

总计 396 100

　　表 2 被调查者流出省份分布

频数 百分比 ( %)

吉林 1 0125

江苏 27 6181

安徽 71 17192

山东 3 0175

浙江 169 42167

江西 53 13138

福建 1 0125

湖南 6 1151

湖北 22 5155

河南 10 2152

广西 1 0125

四川 21 5130

陕西 4 1101

甘肃 2 0150

未回答 5 1126

总计 396 100

二、对调查样本的说明

这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抽样法 ,在温州市、杭州市和深圳市三个城市进行 ,之所以选择这

三个城市 ,首先是考虑到调查的可行性 ,在这些城市我们能得到一些朋友和单位的帮助 ;其次

是考虑这些是我国沿海经济发达、比较开放的城市 ,农村流动人口比较多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 ,

相对来说比较有代表性。

调查总共发放了 600 份问卷 ,回收 416 份 ,回收率为 69 % ,其中有效问卷 396 份 ,有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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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00 份问卷的分布情况是 :温州 200 份 ,回收 151 份 ;杭州 300 份 ,回收 215 份 ;深圳市 100

份 ,回收 50 份。被调查对象都是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

表 1 反映了调查对象的职业分布和所有制分布情况 ,其中私营企业雇工占一半多 ,其次是

乡镇企业和合资企业工人 ,个体户和私营企业老板占被调查者的 3178 % ,还有一些是国有部

门工人 ;既有在个体私营经济部门工作的 ,又有在集体和国有部门 (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和企

业) 工作的。调查对象集中分布在第二和第三产业部门 ,具体地说 ,主要分布在制鞋业、服装

业、餐饮业、零售业、环卫业、家庭服务业、建筑业、运输业、制造业等行业部门。

从流出省份来看 ,主要是吉林、江苏、安徽、山东、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广西、

四川、陕西和甘肃等 14 个省。由于我们的主要调查地是在浙江省 ,所以来自浙江省的被调查

者数量明显偏多 ,占总数的 42167 %。尽管如此 ,被调查者毕竟涉及到东中西部三大分布区

域 ,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偏向分布所带来的影响。

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仅是一个假设性概念 ,还需要更详细的界定和说明。这里最关键

的问题是如何识别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和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 ,换句话说 ,是否存在一些明显

的群体性特征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从农村流动人口中甄别出来。

(一) 年代与年龄特性

改革开放已经有 20 多年时间 ,按照习惯 ,10 年之差就等于是两代人。本文以此将 80 年代

初次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算作第一代 ,而 90 年代初次外出的算作新生代。

当然 ,年代仅仅是一个维度 ,我们还可以从年龄来划分。据我们的调查 ,80 年代外出的农

村流动人口现在平均年龄已经达到 30186 岁 ,而 90 年代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只有

22199 岁 ,两者相差 7187 岁 ,非常接近于我们通常所说的 10 年一代的说法 (从这一点上看 ,年

代和年龄这两个维度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 。就婚姻而言 ,80 年代外出的人口有 8118 %的

人已婚 ,仅有 1812 %的人尚未结婚 ;而 90 年代外出的人相反 ,只有 24 %的人已婚 ,76 %的人尚

未结婚。

　　表 3 被调查者受教育情况

新生代 第一代

文 　盲 110 911

小 　学 1016 1812

初 　中 5410 4515

高 　中 2913 2713

大专及以上 113 0

无 　效 318 0

总 　计 100 100

　　(二) 教育特征

我们的第三个划分维度是教育。调查表明 ,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时间只有

2191 年 ,新生代则达到 3128 年 ,相差 0137 年。虽然这个差别并不很大 ,但是 ,从表 3 中我们看

到 ,第一代中文盲和小学文化水平的人口比例

明显高于新生代 ,文盲高 811 个百分点 ,小学高

716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第一代中初中和高

中文化水平的比例比新生代分别低 815 个百分

点和 2 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在第

一代中找不到一人 ,但是在新生代中占 113 %。

可见 ,新生代比第一代接受了更多的学校教育。

(三) 务农经历

调查表明 ,新生代比第一代曾务农的人数

要少。80 年代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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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5 %的人有过务农经历 ,而 90 年代外出的人口中只有 3912 %的人务过农 ,两者相差 1513 个

百分点。新生代中即便有过务农经历 ,但在务农的时间上也多比第一代要少 ,有些人把自己在

上学期间帮助父母干农活当作自己的务农经历。他们大多是从校门直接走上外出务工经商的

道路的 ,有的连基本的务农常识也没有。他们可以说是一批没有务农常识和经验的中国式农

民 ———不务农的农民 (我国户籍制度意义上的农民) 。

(四) 外出动机的变化

与第一代相比 ,新生代的外出动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经济型转到经济型和生活型

并存或者生活型。所谓经济型 ,是指外出务工经商的目的和动机纯粹是为了赚钱 ,以贴补家

用 ;而生活型指外出主要是为了改变生活状况和追求城市生活或现代化生活方式 ;经济型和生

活型并存就是同等地看待它们的作用、意义和重要性。目前新生代中绝大多数还停留于追求

生活型和经济型并存状态 ,他们还不能从流动人口转变为移民或迁移人口。

调查表明 ,90 年代农村流动人口外出的初始目的已经呈多样化态势。最为通常的解释

是 ,我国农村人多地少以及务农不赚钱 ,是促使农村人口外出的主要原因 (或推力) ,在我们的

调查中这一因素确实还起一定的作用 ,但并不是农村人口外出的主要原因 ,更多的人选择其他

的原因 ,“不喜欢务农”(1215 %) 、“家乡太穷 ,不愿过那样的生活”(11109 %) 、“一直在念书 ,不

懂农活”(13186 %) 、“羡慕城市生活”(915 %)等等 (见表 4) 。如果我们用推拉理论来解释的话 ,

在 90 年代 ,拉力的作用显然远远大于推力的作用。而“一直在念书 ,不懂农活”、“外出务工经

商成为村里年轻人有出息的标志”等就不是推拉理论所能解释的现象了。这样的调查结果印

证了我们上面的看法 :90 年代农村人口外出 ,在考虑赚钱的同时 ,还把外出务工经商作为改变

生活状态和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 ,其外出动机或目的具有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的特

点。

　表 4 90年代农村流动人口外出目的情况

最初外出的目的 现在在外的目的

不喜欢务农 12152 不喜欢务农 7136

家乡太穷 ,不愿过那样的生活 11109 家乡太穷 ,不愿过那样的生活 6126

羡慕城市生活 915 羡慕城市生活 3138

一直在念书 ,不懂农活 13186 一直在念书 ,不懂农活 6115

外出成为村里年轻人有出息的标志 12127 外出成为村里年轻人有出息的标志 6136

耕地太少 ,在家没事可干 15184 习惯了外出的生活和工作 25145

务农太辛苦 ,也不赚钱 16183 已经建立您的事业 4177

逃难而外出 0139 全家在外面 4157

其他 717 赚钱还不错 11193

耕地太少 ,在家没事可干 9194

务农太辛苦 ,也不赚钱 8194

逃难而外出 0179

其他 4137

　　对此我们还可以从他们目前 (指我们调查的时候)继续在外务工经商的原因或目的中得到

进一步的说明。人多地少和务农不赚钱这两个因素的作用比较最初外出时 ,又进一步变小了 ,

只占 18188 % ,而其他因素的作用显然越来越大了 ,比如有 25145 %的人认为他们是因为“习惯

了外出的生活和工作”,还有人选择“赚钱还不错”(11193 %) 、“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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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7 %) 、“全家在外面”(4157 %) 、“羡慕城市生活”(3138 %) 、“外出务工经商成为村里年轻人

有出息的标志”(6136 %)等等。

四、对农民身份的认同

1993 年作者在北京的“浙江村”搞调查时 ,曾有意识地向被调查者提这样一个问题 :“您是

否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农民 ?”年纪大的人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当然是农民”、“我们死了以后还

是农民”。年轻人则有点犹豫 ,有一个年轻人所说的话很有代表性 :“你说我们不是农民嘛 ? 而

国家可不这样看 ,城里人也不是这样想 ;你说我们是农民嘛 ? 我们又觉得不像是真正的农民 ,

因为我们不干农活了 ,有的年轻人连农活都不会干了 ,你说我们还是农民吗 ?”

农村人口外出流动 ,已经使他们的实际身份与制度性身份发生错位的现象 (王春光 ,

1995) 。农民工、农民企业家等可以说是这种错位的最好表述。那么 ,作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

口 ,他们是怎样看待这种错位现象呢 ? 这里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

(一) 是不是农民 ?

我们在问卷中首先要求他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虽然您的户口在农村 ,但是您现在却不

在家乡务农了 ,那么您觉得您还是不是农民 ?”调查结果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 ,回答“是”的人占

7815 %这样高的百分比 ,只有 1019 %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农民了 ,还有 4 %的人对这个问题拿不

准、说不清楚 ,其余的未给答案。但是与第一代的回答相比 ,可以看出 ,新生代认为自己是农民

的比第一代少 ,第一代有高达 9019 %的人选择“是”,911 %的人选择“不是”。此外 ,新生代在回

答上更多地趋向于模糊认同 (即说不清) ,而在第一代中没有人回答“说不清”。

那么 ,那些肯定自己是农民的被调查者 ,为什么觉得自己是农民呢 ? 问卷给出了这样四个

答案 :“其他人都这么认为”、“政府这么规定的”、“自己确实是这样认为的”和“三者兼有”。调

查结果使我们进一步看出新生代与第一代的一些差别。尽管这两类人群中都以“自己确实是

这样认为的”(即认为自己确实是农民) 的人数最多 ,分别占 60 %和 5117 %。但是在其他选项

上则显示出差别 :第一代中有 30 %的人选择“政府这么规定的”,10 %选择“三者兼有”,而新生

代中只有 1415 %的人选择“政府这么规定的”,29 %的人选择“三者兼有”,还有 417 %的人选择

“其他人都这么认为”。两者之间的比较表明 ,新生代开始减弱了对城乡户籍制度所赋予他们

的农民身份的认可 ,开始趋向于看重社会对他们的农民身份的认定。当然 ,要完全区别制度性

认可和社会性认定 ,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加强的关系。

尽管如此 ,以上的调查结果使我们认识到 ,制度性身份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影响在相对减

小 ,或者他们开始更看重的是社会对他们的认定。

那些不认为自己是农民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更不认可农民的制度性身份 :他们中高达

60 %的人认为“农民应该指务农的人”,有 20 %的人认为“农民应该指一直生活在农村的人”,

还有 1415 %的人觉得“农民应该指自己生产供应自己生活的人”,他们不再把户籍作为划分农

民与非农民的界线 ,而是把从业、生活领域等经济社会因素作为界定农民的主要标准。

由此可见 ,在对农民身份的认可上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更偏重于认可农民的社会性身份

(或内涵) ,而对农民的制度性身份 (或内涵) 的认可在减弱 ,从而赋予农民更多的社会经济含

义 ;与此同时 ,与第一代相比 ,新生代中开始出现对农民身份认可的模糊化、不确定现象 ,有些

人对“自己是不是农民”这个问题 ,觉得“说不清楚”;还有一些人已经完全脱离了长期赋予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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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性身份这个框框 ,具有超前认识 ,仅仅从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理解农民身份的含义 ,这种

理解和认识尚未变成现实 ,但却是我国城乡现代化变迁的方向和目标。

(二) 想不想改变农民身份 ?

调查结果表明 ,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中只有 4713 %的人想改变农民身份 ,而有

5119 %的人表示不想改变现有的农民身份。这结果似乎与人们的看法有一定的差距 ,通常的

看法是大多数农民都想改变农民身份。但进一步分析发现 ,在不想改变农民身份的回答者中

有 919 %的人觉得“想也没用”。这些人实际上不是不想 ,而是不敢想。他们应该被当作“想改

变农民身份的人群”来统计 ,如果这样 ,那么想改变农民身份的新生代人口超过半数 (占

5214 %) 。

　　表 5 　 不想改变农民身份的原因

频数 百分比 ( %)

想也没用 18 919

当农民挺自由 25 1317

根在农村 19 1014

是不是农民不重要 119 6514

其他 1 015

总计 182 100

再看对不想改变农民身份的原因

(见表 5) 的其他选择 ,绝大部分不想改

变农民身份的人 (占 6514 %) 认为现在

“是不是农民 ,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还有

1317 %的人认为现在“当农民挺自由、挺

好的”。我们进一步确认 ,新生代农村流

动人口已经感觉到农民身份的作用在减

弱 ,特别是农民身份的制度性意义在减

弱。

五、社区认同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我们中国人历来重视对自己所在社区的认可 ,总有一种属于某

个社区的归属感。但是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区认同显得更不具确定性 ,更具游移的特

征。本文主要从他们与流入地社会的关系上探悉他们的社区认同情况。

(一) 在流入地社会的交际活动

社会认同是建立在社会交往之上的。斯密斯 (Anthony J . Smith) 在探讨国家认同的时候指

出 ,构成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历史的经验及其所经常活动的地域范围 (Smith ,1998) 。他

所谓的历史经验就是人们共同的活动经历 ,包括相互交往的经历。调查表明 ,农村流动人口作

为外来者 ,基本上与流入地社会没有很多的交往 ,这在新生代那里也是一样的 :他们中只有

2116 %的人与周围的当地人经常有交往 ,占 4816 %的人不经常交往 ,另外还有 10 %和 1917 %

的人与周围的当地人基本没有交往和完全没有交往。

对社区的认同情况还能从是否参与当地社区的集体活动这个问题上得以体现。社区认同

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集体认同 ,没有集体的合作和活动 ,没有集体内部的密切互动和交流 ,

就不可能形成这样的认同。比如国家认同往往通过各种集体活动 (如国庆活动和其他大型庆

典等)来体现 ,农村社区认同经常通过村戏、村民会议甚至祭祖拜神等集体活动来体现。而新

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只有 219 %的人经常参加当地社会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 ,而高达 4618 %的

人根本没有参加 ,有 2811 %的人偶尔参加 ,还有 2213 %的人没有做出回答。相比他们与当地

人交往情况 ,他们更少地参加当地社区的集体活动。

(二) 对流入地社会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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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同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意识和感受 ,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社区是否有认同 ,既取决于他

们对当地社区有没有一种家的感受 ,又取决于当地社区是否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成员看待 ,这两

方面的结合才足以衡量社区认同状况 ,缺一不可。

流入地的居民对外来的农村人口的看法虽然多种多样 ,但不免有许多消极评价 ,认为他们

扰乱了社会秩序 (比如影响社会治安、交通拥挤等) ,影响了社会环境等。对此 ,新生代农村流

动人口也有所意识 ,在回答“您觉得当地人对您怎样 ?”这个问题时 ,只有 1212 %的人认为“很

友好”,最多的 (占 54 %)选择“一般”,有多达 2419 %的人选择“说不清”,412 %的人没有回答 ,

还有 417 %的人选择“不友好”。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当地人对他们不那么友好或者谈不上友

好 ,其中有些人不愿发表确切的评价或者他们觉得难以作出总体评价 ,于是用“一般”来表态。

交谈中我们发现 ,这些说“一般”的人实际上并不认为当地人是友好的 ,与他们的关系还是比较

疏远 ,接触不多 ,但也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总之觉得自己与当地人不属于同类人。

当地人对流动人口的态度显然会直接影响到流动人口对当地社会的感觉 ,两者之间存在

着中强度的相关 (其相关系数为 0148) 。下面的调查结果说明了这一点。在“您对当地社会是

否有一种家的感觉”这个问题上 ,只有 813 %的人持肯定态度 ,比前述觉得当地人“很友好”的

比例 (1212 %)还低得多 ,有 4819 %的人认为“有一点”家的感觉 ,这两者总数超过一半人 ,说明

他们大部分人渐渐地开始适应在外地生活 ,尽管没有真正地被当地社会所接受 ,但是已经认可

了目前这种状态 ,希望在当地继续生活下去。

还有相当比例的人觉得在外地 ,找不到家的感觉 ,他们占被调查者的 3616 % ,612 %的人没

有给予明确的回答。他们或是因为与当地人没有来往 ,彼此没有感情 ;或者因为当地社会不能

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 ,时时提心吊胆 ,女性在这方面感觉尤其明显 ;或是因为找不到朋友 ,感到

孤寂 ;或是没有获得与当地人同等的待遇 ,感到被看不起 ;或是找不到发挥其能力的机会 ,无法

实现其人生价值和抱负等等。

不论对当地有否家的感觉 ,这两类人实际上都没有真正与当地社区达成认同。我们在北

京的一个街道办事处调查 ,一位街道干部告诉我们说 :“我们办事处从 90 年开始 ,招用了 8 位

农村青年人 ,他们表现很好 ,与我们处得很好 ,彼此关系很亲近 ,他们过年过节都愿意跟我们一

起过 ,我们很想给他们办点事 ,让他们长期留下来 ,可是 ,许多条条框框搞得我们也没有办法 ,

比如我们想给他们办个医疗保险 ,也不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名义给他们办。我们只能尽量

让他们在这里务工 ,如果上面要我们解雇他们 ,让他们离开 ,我们也没有办法。”

(三) 在流入地社会的组织参与和认同

人的社会性还体现在他们参与社会组织的程度。在流入地社会 ,是否参与当地组织以及

对这些组织的认同 ,是衡量农村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社会社区认同的一个重要指标。

调查表明 ,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中只有 1119 %的人加入了流入地社会的一些组织 (其

中加入体育娱乐组织的人最多 ,其次是生产组织和党团组织) ,而绝大多数人没有参加任何组

织。在我们的调查中 ,2615 %的人是因为“不需要 ,也不感兴趣”,有 517 %的人觉得虽然“有机

会 ,但那些组织没有帮助意义 ,因而没有加入有关组织”,两者加起来不到所有没有参加任何组

织的人的三分之一 ,还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 (2712 %)是因为“自己头脑里根本没有想过这样的

事情 (即加入有关组织)”,有三分之一强的人 (3716 %)“没有组织允许”,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

不想参加组织 ,而是没有组织吸纳他们。

(四) 与流入地政府管理部门的关系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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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理部门实际上也是一种组织 ,这里之所以专门进行分析 ,是因为它们对流动人口在

流入地社会的社区认同的形成具有其他组织难以匹敌的影响力。如果流动人口要在流入地社

会形成完全的社区认同 ,首先取决于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将他们与本地居民一视同仁 ,并给予相

应的待遇。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

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中 ,3014 %的人认为自己在外出务工经商中经常碰到困难 ,5611 %

的人有时碰到困难 ,只有 811 %的人觉得基本上没有碰到困难。他们碰到最多的困难是“工作

难找”(36. 7 %) ,其次是“受到伤害和损失无处申诉”(21. 1 %) ,以后依次是“受到老板的刁难”

(1017 %) 、“不安全”( 10 %) 、“受到当地人歧视”( 9 %) 和“受当地政府管理人员的欺负”

(519 %) 。那么他们寻求什么样的解决方式呢 ? 他们是否想到政府管理部门的帮助呢 ? 他们

能否得到政府一视同仁的对待呢 ? 显然大多数人给予否定的回答 :首先 ,他们中有绝大多数的

人 (占 61 %)觉得当地政府管理部门根本没有可能为他们提供排难解忧的服务和帮助 ,假设能

被给予这样的服务和帮助 ,则有 65. 7 %的人认为政府管理部门不会给予他们与当地人一视同

仁的对待。值得注意的是还有 5. 9 %的人认为他们的困难主要是来自“受当地政府管理部门

的欺负”,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当地政府的一些管理部门本身就是农村流动人口的困难制造者。

政府管理部门究竟在什么方面没有一视同仁地对待农村流动人口呢 ? 新生代是这样看

的 :首先是政府管理部门把他们“当作外地人”(有 58. 6 %的人是这样认为的 ,占首位) ,一些管

理部门在处理问题时偏袒本地居民 ,欺负农村流动人口 ;其次 ,有 1513 %的人认为政府管理部

门乱收费。当他们向有关管理部门求助时 ,得交纳很高的费用 ;再就是管理部门“态度不好”。

一些政府管理部门拿着上级政府的有关文件中的一般性或模糊性规定 ,从外出农村流动人口

那里获取部门利益。比如 ,中央有关部门曾要求流入地政府加强对流动人口上岗职业培训 ,下

级政府的有关管理部门就把流动人口召集起来 ,名为“上岗职业培训”,实际上是集中收费 ,要

求流动人口交纳什么“培训费”(包括书本费、资料费、师资费等) 、“证件工本费”、“手续费”等 ,

费用很高 ,有的地方仅“证件工本费”就要收 300 元。只要交了这些费用 ,来不来上课 (当然那

些课程内容基本上没有应用意义)都没有人管 ,到时候来取证就行了。一些政府管理部门把正

常的服务变成谋部门利益的手段 ,这怎么能叫农村流动人口认同它们呢 ?

六、乡土认同

中国的农村人素来“安土重迁”,“在中国人的语汇里 ,‘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抛家舍

业’等都是极端负面的词汇。(杨宜音 ,1997 :118)”这种观念已经被当今中国农村人口大量外

出务工经商的大潮冲得支离破碎 ,现在的许多农民不再看重务农 ,务农和土地似乎成了一些农

民的负担和累赘。在农业不再被农民重视的情况下 ,农民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还会保持着对

农村故土的强烈认同吗 ? 假设务农与外出务工经商在收入上没有什么差别的时候 ,回归农村

会不会是他们对未来所做的重要选择呢 ? 经济学家达·凡佐 (Da Vanzo) 在探讨农民向城市迁

移所带来的收益时指出 ,迁移的收益不仅包括收入的提高 ,一生额外福利的增长 ,而且包括非

工资的收入 (更高的福利及农业补贴)及更好的环境 (令人更加愉快的气候 ;更好的文化设施 ;

更加便利的健康诊所 ;更好的学习或培训机会 ;与朋友、亲戚更紧密的接近等) (转引自杜鹰、白

南生主编 ,1997 :43) 。我们的调查说明了这一点。新生代中 ,有 7213 %的人认为 ,即使在家乡

务农收入与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差不多 ,他们也选择外出务工经商 ,只有 27. 7 %的人选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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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务农”。其他相关的研究表明 ,年龄越轻 ,越是倾向于长期在外发展。“相关分析发现 ,年

轻的外出者希望长期在外发展的意愿更浓厚。在同一年龄组中 ,表示‘继续在外面干’的 , 16

- 25 岁者占 14. 5 % , 26 - 35 岁者占 20. 4 % , 36 - 45 岁者尚占 19 % ,46 岁以上者便下降到

12 %”(赵树凯 , 1998 : 29) 。尽管这一研究所指的“年轻的外出者”与我们所说的新生代并不完

全相同 ,但是至少包括后者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确实有着更多的长

期在外发展的意愿。当他们被问及“万一将来的某个时期您在外地找不到工作或做不了生意

的话 ,将会怎么办”这个问题时 ,有 26. 5 %的人明确表示“回到农村务农”,7. 1 %的人明确表示

继续呆在外面 ,不愿回到农村务农 ,更多的人 (56. 4 %) 或者说“将来的情况很复杂 ,很难把握 ,

所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者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这一结果似乎与前面所说的 72. 3 %

的人选择外出务工经商这一情况有些不一致 ,实际上前者是在有工作可做的情况下所做的选

择 ,后者则是在假设在外没有工作的情况下所做的选择。不过从中也看出他们对未来的安排

还是相当犹豫不决的。未来确实存在着在外面找不到工作的可能 ,一旦发生这种可能 ,他们又

不能被视为失业人员 ,在外就缺乏有效的生存保障了 ,回到农村至少还能依靠有限的土地维持

生计。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表现出迟疑的态度 ,没有明确给出回归乡里的选择。

他们对外部社会有着强烈的向往和留恋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管务农与外出务工经商

在收入上有没有差别 ,仍然选择“外出务工经商”,主要原因并不是“务农更辛苦”(1317 %) 和

“务农没有出息”(1219 %) ,而是“已经习惯于外出的生活”(3718 %) 和“外出能享受到在家有钱

也享受不到的现代生活”(1817 %) 。当然 ,这些原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务农辛苦 ,在很大程

度上促使他们更加喜欢外出生活。务农没有出息 ,已经成为许多农村青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价

值观 ,甚至连他们的父母都持有这样的看法。“有的人说 ,‘在家没事干出来’、‘村里年轻人大

都出来了 ,我不出来 ,别人会说我没有出息’,这种情况在流动者中占一定比例”(赵树凯 ,

1998 : 24) 。有些年轻人 ,即使在外面没有活可干 ,也不敢回家。当然 ,更多的人还是觉得 ,自

己家乡毕竟落后多了 ,在外面 (特别是在城市) 生活时间长了 ,回到家乡 ,就有一种不习惯的感

觉 ,适应不了农村不卫生的环境 ,不习惯农村娱乐活动少的情况。有的人说 ,想在农村看个电

视 ,却收不到很多频道 ;还有的人觉得 ,农村年轻人都外出务工经商了 ,根本找不到逗乐的朋

友 ,竟有 4132 %的人之所以选择“外出务工经商”,是因为“在家乡没有朋友圈子”。

从这里我们看到 ,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看来 ,家乡虽好 ,但不吸引人 ,他们中的许多人对

家乡的感情随着在外时间的增长而逐渐淡漠。有一个被调查对象明确而又坚决地告诉我们 :

“从目前来看 ,我在本地打工 ,还是比较满意的 ,本人的愿望就是一直想呆下去。如果呆不下

去 ,我也不会回家务农 ,会想办法找其他工作。总之 ,我近几年来 ,一心一意在外求业工作 ,再

怎么辛苦比家里务农要强。今天的我为了明天更好 ,我会拼命地努力工作 ;为了全家的生活和

经济来源 ,必须一心投入工作。”在新生代中有这样想法的并不是个别人。当然第一代中也有

一些人不情愿回到农村 ,但是他们大多是有家小的人 ,家庭负担比较重 ,一旦找不到工作 ,或者

一旦家里有困难需要他们回家的时候 ,他们自然会回到农村 ,他们将这称为“回乡务农是没有

办法的事”(杜鹰、白南生主编 , 1997 : 337) 。而新生代都比较年轻 ,至少目前他们的社会义务

和家庭责任少得多 ,更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未来去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更趋

向于留在城市 ,而不愿回归乡村故里。萧某某与他的几个朋友的情况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们都

于 1991 年来到北京 ,给工厂打过工、给机关单位当过门卫 ,后来自己开了一间理发店 ,他们说

没有赚多少钱 ,只是维持温饱有余的生活 ,但是他们觉得在北京呆得很开心 ,不准备回家乡。

27



萧的爸爸和两个叔叔也曾在北京呆过十多年 ,比他们来得早 ,但是后来找不到工作 ,或者赚钱

不理想 ,都回家重新种地去了。他们告诉我们说 :“至少目前我们不会学我爸爸和叔叔那样的

做法。他们有他们的考虑 ,他们觉得回农村种地也不错 ,因为以前都是种地的 ,没有什么可怕 ,

我就不这样想 ,不大喜欢种地 ,以前也没有种过多少地。农村现在虽然比以前好多了 ,但毕竟

没有城市热闹啊 !”

每年回家乡对大多数新生代来说仅仅是一种“礼节性的仪式”,借春节之机看望长辈 ,是做

儿女的责任和义务。但是 ,回家乡的重要性在许多新生代心目中在下降。他们更专注于 (或者

说倾心于)改变现状 ,特别是想留驻城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新生代有不少人具有很强的上

进心 ,他们在工作之余 ,并没有忘记去参加各种学习 ,比如上成人大学或中专 ,或者参加技能培

训班 ,或者读书看报 (这三项总计占 32. 4 %) 。在回答“如果目前有一笔钱 ,最想做的事情是什

么”时 ,有 27. 9 %的人说“让自己继续上学”,有 17. 8 %的人选择“在城市购买房子”,准备“回家

乡建造新房子”的人只占 15. 3 %。(见表 6)

　表 6 　如果目前您有一笔钱 ,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

( %)
自己继续上学 2719
在城市购买房子 1718
回家乡建造新房子 1513
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1114
旅游 712
买名牌商品 215
还债 215
其他 1518

　　总之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家乡仍具

有一定的乡土认同 ,但是 ,与第一代农村流动

人口相比 ,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更多地系于与

亲人的情感 ,而对家乡其他方面的依恋在减

少。从这个角度看 ,他们的乡土认同在降低 ,

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未来归属的选择 ,使他

们更可能选择“候鸟式”的生活方式 ———漂泊

四方。

七、初步结论和认识

“农村流动人口”是一种社会标签 ,依据的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及相关的一些政策理由 :即人

所共知的城乡分割制度 ,它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规章、法律规定和组织体系 ,把我国人口划

分为两大类享受不同权利、承担不同义务的社会人群 ———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 ①。中国政府

的基本财政政策、经济发展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都建立在这样的人口划分的基础之上 ,用陆学

艺教授的话说 ,那就是“城乡分治、一国两策”,“50 年代以后 ,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套城乡分割的

二元体制 ⋯⋯这一体制的运行 ,在诸多方面是两套政策 :对城市是一套政策 ,对农村是另一套

政策。几十年下来 ,逐步固定化 ,加上有户籍、身份制作划分标准 ,就形成了‘城乡分治 ,一国两

策’的格局”(陆学艺 , 2000) 。这一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和管理制度到现在仍然没有发生实质

性的改变 :国家收入政策更加向城市倾斜 ,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 ,反而在扩大 ;农民比过去承

担了更多的社会管理成本 ,表现在各种收费名目繁多、层出不穷 ,农民负担“越担越重”。如果

说有什么改革和变化的话 ,那就是城乡格局从原来的“分割”转变为现在的“分治”,从僵化的二

元对立转变为流动的二元对立。在“分割”(或者说僵化的二元对立) 的情况下 ,农村人是不允

37

① 更确切地表述 ,应叫非农人口与农业人口 ,但是 ,我国绝大部分非农人口集中在城镇 ,而绝大部分农业人口集中在
农村 ;而且 ,由于这两类人口的划分与城乡划分在地域分布上的重叠 ,从而使国家在城乡建设上的财政和政策支持
也出现明显的差距 ,使少数虽属于非农人口但居住和工作在农村的人也不能与生活和工作在城镇的人 (即城镇居
民)享受同等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所以 ,我们就用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来指代城乡分割体制下的两类社会人
群。



许向城镇流动的 ,也不允许跨地区流动 ,只能在自己所在的村庄从事农业生产 ,而在“分治”(或

流动的二元对立)的情况下 ,农村人口可以进入城镇也可以流入其他地区务工经商 ,农村人口

尽管改变了职业 ,甚至生活方式 ,但是他们还是属于农民身份 ,属于农村管理范畴 ,也就是说 ,

二元城乡对立也体现在农村流动人口外出务工经商的过程中 ,即使他们与城里人干同样的活 ,

生活在共同的社区环境中 ,但是他们仍然被当作农村人 ,无法享受城里人所能享受到的许多社

会发展和管理服务。“公共管理的困境之一是 ,由于政策设计上的缺陷 ,外来人口往往陷于一

种政府服务的真空之中 ,在许多情况下 ,实际上过的是一种没有政府的生活。他们不把政府当

成自己的政府 ,他们常常是向同乡组织、亲友组织甚至带有秘密社会色彩的组织寻求本应当由

政府提供的‘服务’”(赵树凯 ,2000 : 223) 。对此 ,农村流动人口该会作何感想 ? 特别是年轻的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该会是怎样的态度 ? 他们该会怎样看待周围的社会 ? 怎样看待自己的处

境 ? 怎样理解他人对自己的看法 ? 又会如何对待自己的家乡 ? 显然 ,通过对新生代农村流动

人口的社会认同的调查研究 ,我们对上述问题获得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和结论。

首先 ,通过这次调查研究 ,验证了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群体的一个假设 ,他们的群体特

征是 :年龄普遍较小 ,多在 25 岁以下 ,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成长和受教育于 80

年代 ,基本上于 90 年代外出务工经商 ;他们比以前的农村流动人口 ,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接受

学校教育 ,因此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比其他农村流动人口高 ,他们参加务农的时间和机会自然就

少些 ,有许多人根本没有务农经历 ,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外出的动机以及对自己发展

的期望。由于具有以上的特征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表现出不同的社会认同。

其次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在减弱 ,农民身份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涵

义。在城乡分割时代 ,农村人与城里人的交往和互动都比较少 ,甚至许多农村人都没有见过城

里人 ,他们并不知道城里人怎样看待农民 ,只知道国家把他们当作农民 (或叫公社社员) ,所以

他们对农民的制度性身份认可成为理所当然的 ,这在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身上表现得还很明

显 ,因为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城乡分割下的生活和社会有深切的体会和经历 ,所以在一定程

度上也决定了他们着重于对农民身份的制度性规定的认可。但是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就不

然 ,他们在自己的农民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城里人接触和互动 ,或者更多地

受到传媒的影响 ,所以 ,在他们对自身的农民身份的认同中 ,拥有更多的社会内涵 ,他们中的许

多人认为 ,他们之所以被当作农民 ,不仅仅是因为制度上的规定 ,而且也是因为城里人是这样

看待他们的 ;还有一些人已经不认可制度性规定 ,而只重视周围社会对他们的农民身份的认

可 ,认为他们之所以被当作农民 ,是因为周围的人是这样认为的。这意味着 ,新生代农村流动

人口在外出流动中在与周围社会的互动中强化了对农民身份的认可 ,即使他们不认可制度性

的规定 ,觉得自己外出务工经商 ,已经脱离了农民身份 ,但是社会仍然把他们视为农民 ,使他们

与周围社会形成明显的社会界线。

再次 ,虽然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一样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也没有确立一

种社区认同意识或社会归属意识 ,但是我们的调查表明 ,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不同的是 ,他

们中有一些人开始试着 (或者说努力着)去认同流入地社会。他们参加当地社会组织的一些集

体活动 ,与当地人建立经常性交往关系 ,甚至加入当地的一些社会组织 ,渐渐地适应甚至习惯

了当地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环境 ,逐渐生发出一种家的感觉。这些人显然就更有可能不会 (或者

不愿)重新返回他们的家乡。然而 ,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达到实现对流入地社区的认同。这里的

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比如他们与流入地社会的人员之间在社会地位上并不平等 ,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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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很明显的等级差别 ,如果人们在社会地位上差别大 ,就不容易发生经常性联系和交往 ①,

也就难以达到相互认可。更重要的是缺乏基本的制度和组织基础 ,当地有关管理部门一味地

强调他们是外来人口 ,并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成员 ,自然也就不可能使他们认同当地社会。

最后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 ,他们

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 ,对农业活动则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 ,对农

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开始出现不认可 ,甚至持批评态度。

以上几方面表明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趋向不明确和不稳定 ,这会进一步催化

和强化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性”,也就是说 ,随着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增多 ,将会有越来越

多的农村人口游离出农村社会体系和城市社会体系 ,在社会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他们将很有

可能演变为游民。赵树凯最近在对农村人口流动的调查研究中发现 ,“问题民工”在增多。他

所说的“问题民工”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如我们的调查所显示 ,问题民工的基本特征是失去了

正常的就业生活 ,具体表现为进入预期就业地以后 ,寻找工作失败 ,或者虽然原来有职业 ,但由

于种种自身的或外部的原因而失业 ,在就业出现危机的情况下 ,他们仍然不肯选择回乡 ,于是

进入一种面临种种问题的生活”(赵树凯 , 2000 : 220) 。虽然他没有把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与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加以区别来观察“问题民工”,但是他在研究中指出 ,“问题民工”现象在近

两年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有可能与近几年我国经济不景气有关。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我国

经济也出现过不景气问题 ,但问题民工却没有出现 ,或者说即使有 ,也没有成为社会关注的现

象。我们认为 ,这里的主要原因还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增多 ,由于他们的社会认同趋于模糊

化、不确定和不稳定化 ,他们在行动上也表现出游离社会的倾向 ,特别是当他们在流入地社会

陷入失业困境的时候 ,他们不像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那样选择回归农村 ,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外

地 ,继续过着流动的生活 ,成为赵树凯所说的“问题民工”。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对原来的社会认同模糊化的过程中能否重新建构超越城乡之上的

社会认同 ,取决于我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的情况。如果在短期内我国不能对目前城乡“分治”

的二元社会结构进行根本性和实质性的改革 ,那么他们的社会认同会趋向“内卷化”的建构 ,即

认同于自己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不认同于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而这种群体既不能融入城

市社会 ,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 ,只能长期地在外流动 ,不仅表现在居住地上的“居无定所”:哪里

有工作 ,哪里有钱可赚 ,就跑到哪里 ,过着“吉普赛”式的生活 ,而且也表现为职业上的“不稳定

性”,随时有可能失业 ,失业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失去基本的生存保障 ,因为国家没有为他们构建

起一个安全的生存保障体系 (特别是失业保障体系) ,他们会沦落为游民。一旦形成“游民化”

的社会认同 ,就意味着他们意识到自己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 ,产生边缘化感觉和意识 ,反过来

就会阻碍他们重新回归主流社会的步伐。根据目前农村流动人口特别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

的状况 ,加快城乡社会结构变革 ,逐渐地满足通过外出务工经商离开农村的要求 ,在城镇社会

留出一定的社会空间让他们立身落脚 ,改变他们长期“居无定所”的流动局面 ,使他们成为城镇

社会新的居民 ,这才符合我国城市化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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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社会学家彼特·布劳 (Peter Blau)在《不平等和异质性》一书中指出 :“有着相近的社会位置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交
往要比其位置相差大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普遍些”,“内群体交往比外群体交往多”。这意味着 ,社会地位差别越大 ,
彼此的交往就越少 ,反之亦然 (1991 :3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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